在全球范围内，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仍占恶性肿瘤的首位，预计2018年将新增肺癌患者210万人，将有180万人因肺癌死亡，约占癌症死亡人数的18.4%^\[[@b1]\]^。在大多数类型的癌症中基因改变的频率通常很低^\[[@b2],\ [@b3]\]^，但是在人类几乎所有癌症种类中表观遗传学的改变远远超过体细胞的基因突变^\[[@b4]-[@b6]\]^，表观遗传学是除DNA序列之外影响基因表达和细胞表型的重要因素，其影响因素包括在胞嘧啶残基上的DNA甲基化、在组蛋白尾上添加乙酰基和甲基、非编码RNA表达和染色质结构重构等^\[[@b7]\]^，特别是DNA甲基化的研究较早且进展显著。此外，因为表观遗传具有可逆性的特点，所以针对表观遗传的药物为恶性肿瘤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方向和策略，目前常见的药物类型包括DNA甲基转移酶抑制剂和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并且表观遗传药物与多种抗肿瘤药物联合应用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本文就表观遗传学在恶性肿瘤发生发展和治疗中的新进展进行综述。

1. 表观遗传学基础和在肿瘤中异常表现 {#s1}
===================================

表观遗传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非编码RNA调控和染色质结构重构。表观遗传的修饰在不改变DNA序列的同时能调控基因的表达和（或）转录从而影响胚胎发育、干细胞的分化、衰老和肿瘤发生等过程^\[[@b8]\]^。

1.1. DNA甲基化 {#s1-1}
--------------

DNA甲基化是指在甲基转移酶（DNMT1、DNMT3A和DNMT3B）的催化下，将S腺苷甲硫氨酸（S-adenosylmethionine, SAM）提供的甲基转移到胞嘧啶5位的碳原子，形成5′甲基胞嘧啶^\[[@b9]\]^。DNMT1主要是维持DNA甲基化，通过DNA复制将亲代甲基化DNA遗传到子代DNA。DNMT3A和DNMT3B能将未甲基化的CpG位点甲基化，这在胚胎发育和肿瘤发生中起着重要作用。DNMT2是一种tRNA甲基转移酶，而DNMT3L是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协调DNMT3A和DNMT3B的结构蛋白^\[[@b10]\]^。DNMT3C最近由Barau等^\[[@b11]\]^发现，主要涉及雄性生殖细胞系的反转录转座子启动子的甲基化。在肿瘤的发生过程中，启动子CpG岛胞嘧啶的异常高度甲基化和整体基因的低甲基化导致整个基因组的不稳定和基因表达谱改变，包括抑癌基因，内源性逆转录酶病毒和肿瘤抗原的沉默以及癌基因的表达上调^\[[@b12]-[@b15]\]^。最新研究表明肺癌患者不同强度的吸烟习惯与CpG位点基因甲基化有很强的相关性^\[[@b16]\]^。除肿瘤以外，DNA甲基化还与衰老相关性疾病，精神疾病和免疫系统疾病等相关^\[[@b17]\]^。肿瘤特异性甲基化的基因能在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s, CTCs）、血液、尿液及其他体液中被检测，因此常用于早期肿瘤的诊断和预后的研究。在结肠、前列腺、乳腺、肝脏肿瘤和白血病中也发现DNMT3A、DNMT3B和DNMT3L的含量常常升高^\[[@b18]-[@b23]\]^。研究表明DNMT3A的缺乏会引起部分基因的低甲基化并抑制白血病的转化^\[[@b24]\]^，但也有证据表明DNMT3A和DNMT3B是抑制淋巴系统恶性肿瘤的肿瘤抑制基因^\[[@b25]\]^。

1.2. 组蛋白修饰 {#s1-2}
---------------

组蛋白是由H1、H3、H2A、H2B和H4这5种类型的核心蛋白组成的高度保守的蛋白质，并与DNA共同构成核小体。组蛋白氨基末端会在翻译后被修饰，组蛋白修饰后的类型和DNA甲基化的程度将会决定特定的染色质结构^\[[@b26]\]^。组蛋白修饰包括磷酸化、甲基化、乙酰化、泛素化、糖基化、ADP核糖基化、去氨基化、类泛素化和脯氨酸异构化等^\[[@b27]\]^。组蛋白尾部残端不同的修饰类型与特定蛋白相互作用，从而将染色质分为异染色质和常染色质^\[[@b26]\]^。组蛋白修饰不仅可逆性抑制或促进基因转录而且还可以影响DNA修复、复制、干细胞形成和细胞状态变化等过程^\[[@b28]\]^。研究表明H3K9ac、H3K9me3、H4K16ac水平降低与非小细胞肺癌和急性髓系白血病的复发相关^\[[@b29]\]^，组蛋白H3K4ac、H3K18ac和H3K27me3的修饰在口腔鳞癌的进展和预后中起重要作用，组蛋白甲基转移酶Suv39h、Ezh2、MLL、Nsd1、Riz与肿瘤相关，其中Ezh2过表达与乳腺癌、前列腺癌、多发性骨髓瘤和淋巴瘤密切相关^\[[@b30]\]^。

1.3. 非编码RNA调控 {#s1-3}
------------------

非编码RNA（non-coding RNA, ncRNA）是指能被转录但不能翻译为蛋白质的功能性RNA，主要包括IncRNA、miRNA、circRNA、rRNA、tRNA、snRNA、snoRNA等。IncRNA参与许多重要生物学现象，例如印记基因组位点，形成染色体构象和变构调节酶活性^\[[@b31],\ [@b32]\]^。IncRNA表达的特定模式能影响细胞状态、分化、发育和疾病^\[[@b33]\]^。miRNA不仅能在转录后水平抑制靶基因表达或诱导其降解和翻译抑制，而且在转录水平上与靶基因启动子形成互补序列从而导致基因沉默^\[[@b34]\]^，因此miRNA可诱导靶mRNA的双重抑制。circRNA由pre-mRNA中的外显子反向剪切形成的单链环状RNA分子，circRNA可以通过滴定microRNA来调节转录和干扰剪切进一步影响基因表达^\[[@b35]\]^。一些circRNA能调控重要的肿瘤特性，包括肿瘤细胞的增殖、凋亡、转移、代谢、衰老和耐药性甚至与肿瘤患者的预后相关^\[[@b36]-[@b39]\]^。circRNA通常为低水平表达^\[[@b40]\]^，但最新研究发现数十种circRNA以细胞或组织特异性的方式高度表达^\[[@b41],\ [@b42]\]^。尽管大多数环状RNA的功能尚不清楚，但其在基因调控中的重要作用正在被逐步证实^\[[@b35],\ [@b43],\ [@b44]\]^。最新的研究表明部分非编码RNA也能编码多肽，例如植物中的蒺藜状苜蓿的pri-miR171b和拟南芥的pri-miR165a能产生多肽，这些多肽能增强相应的成熟miRNAs的产生，从而下调参与根部发育的靶基因的表达^\[[@b45]\]^。

1.4. 染色质结构重构 {#s1-4}
-------------------

在DNA转录时染色质由紧密的超螺旋结构变构为开放式的疏松结构，这种不改变DNA碱基序列的结构改变称为染色质重塑。染色质重构与基因表达、凋亡、DNA复制和修复、以及肿瘤的发生密切相关^\[[@b46]\]^。其主要机制包括：ATP依赖的染色质重塑复合物、共价组蛋白修饰、组蛋白变异和DNA甲基化^\[[@b47]\]^。根据功能结构域的不同可以将ATP依赖的重塑复合物主要分为ISWI、SWI/SNF、INO80和CHD等亚家族^\[[@b48],\ [@b49]\]^。ISWI复合物在核小体阵列和核小体自由区重塑从而调控基因表达^\[[@b50]\]^、异染色质的建立与复制^\[[@b51]\]^、DNA修复^\[[@b52]\]^以及rRNA基因表达的协调^\[[@b53]\]^。研究表明SWI/SNF家族复合物是肿瘤抑制因子而非致癌因子^\[[@b54],\ [@b55]\]^，SWI/SNF家族复合物是在特定组织中产生特殊功能的广泛多样性的复合物。在对44项全基因组和外显子组测序报道的人类肿瘤中，哺乳动物的SWI/SNF复合物的大多数突变高于背景突变率，其突变率达到19.6%，广泛涉及实体和血液系统肿瘤，包括：卵巢透明细胞、胰腺、肾细胞、肝细胞、膀胱、胃、乳腺和血液恶性肿瘤，甚至在某些癌症中不止一个亚基突变^\[[@b56]\]^。INO80复合物能促进DNA复制叉的稳定、DNA合成的恢复和DNA损伤的耐受，这些与复制叉上重构核小体有关。INO80复合物还参与端粒调节、着丝粒稳定性和染色体分离^\[[@b57]\]^。研究发现在前列腺癌中TP53位点的缺失与局部三维结构的改变和新的拓扑相关域边界形成相关^\[[@b58]\]^。

2. 表观遗传药物治疗进展 {#s2}
=======================

与肿瘤的遗传因素相比，可逆的表观遗传变异可以通过化学药物调节，在癌症治疗中具有广泛的前景。目前针对表观遗传学的药物正在逐步被开发并用于肿瘤的治疗。主要包括：DNA甲基转移酶抑制剂、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和联合用药。

2.1. DNA甲基转移酶抑制剂（DNA methyltransferase inhibitors, DNMTis） {#s2-1}
--------------------------------------------------------------------

核苷类抑制剂：通过抑制DNMTs的活性来促进抑癌基因的表达从而减少肿瘤细胞的产生，所以DNMTs可以作为特异性抗肿瘤药物的有效靶点^\[[@b59]\]^，其主要包括核苷类和非核苷类^\[[@b60]\]^。核苷类抑制剂主要包括azacitidine（AZA）和decitabine。低剂量的azacitidine和decitabine可以诱导之前因甲基化而沉默的细胞周期蛋白再次活化从而诱导细胞分化，减少增殖和增加子代细胞的凋亡，高剂量用药可直接引起肿瘤细胞死亡^\[[@b61],\ [@b62]\]^。低剂量的DNMTi能够在避免细胞毒性的同时实现全基因组的DNA甲基化和转录组的持续变化^\[[@b63]\]^。Azacitidine主要是通过核苷转运体进入哺乳动物的DNA和RNA中发挥作用，与RNA相比其与DNA结合程度较低，但其对DNA的合成抑制作用远大于对RNA。而decitabine可被不同的激酶磷酸化并且仅存在于DNA中^\[[@b64]\]^。Azacitidine通过非竞争性抑制DNA甲基转移酶（DNA methyltransferase 1, DNMT1）使胞嘧啶甲基化阻滞，从而导致甲基转移酶耗尽实现DNA的低甲基化，但对静止的不能分裂的细胞无效^\[[@b65],\ [@b66]\]^。AZA最初用于治疗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在发现其在甲基化机制中的作用后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批准用于治疗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yelodysplastic Syndromes, MDS）的一线药物^\[[@b67]\]^。Decitabine对肿瘤有双重作用，在高剂量是具有细胞毒性而低剂量时可有效绕过突变性凋亡缺陷^\[[@b68]-[@b70]\]^。在azacytidine对胃肠癌、肺癌、乳腺癌和黑色素瘤等实体肿瘤的研究中发现最好的用药效果往往不是使用最大量或者最大的耐受剂量^\[[@b71],\ [@b72]\]^。考虑到azacitidine和decitabine的作用机制略有不同以及所涉及的不同的代谢活化途径，两种低甲基化剂之间不一定存在完全的交叉抗性。一种药物的失败可能不排除另一种药物的疗效^\[[@b73]\]^。Azacitidine和decitabine现已被FDA批准用于MDS和白血病的治疗^\[[@b74]\]^，其常见的副作用包括恶心、呕吐、腹泻甚至致突变损伤^\[[@b71]\]^。现有的核苷类DNMT抑制剂的不足之处主要包括口服生物利用度低，稳定性差，而且药物毒副作用大，最常见的毒性反应是骨髓移植，主要表现为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和血小板减少症，因此限制了其在恶性肿瘤中的应用^\[[@b75]-[@b77]\]^。

核苷衍生物抑制剂：与恶性血液病相比，治疗实体瘤的难题之一就是实体瘤分裂细胞数量有限而且azacitidine和decitabine是S期特异性药物需要结合到DNA才能实现其表观遗传效应，另外这两种抑制剂的氮杂胞嘧啶环在水溶液中非常不稳定，甚至因对血清中的胞苷脱氨酶更敏感从而限制了其应用。既往研究发现在顺铂联合decitabine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并不比单用顺铂有明显改善，预估其客观疗效为15%，联合用药患者的生存期未超过1年，低于其他含顺铂的联合治疗^\[[@b78]\]^，因此更稳定的下一代甲基化抑制剂例如zebularine、S-110和NPEOC-DAC有望提高对肿瘤的疗效^\[[@b71]\]^。相比于核苷类，核苷衍生物抑制剂例如zebularine则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和更低的毒性^\[[@b79]\]^。Zebularine是一种缺乏4-氨基的胞苷，其不仅可以抑制DNA甲基化并重新激活沉默基因而且可以增强肿瘤细胞对化疗和放疗的敏感性、抑制细胞分裂和血管活性，其作用机制是通过稳定DNMTs与DNA的结合来阻止甲基化和抑制复合物解离并且其细胞毒性低所以可以长时间用药维持去甲基化的状态^\[[@b80]\]^。此外，胞苷类似物需要转化成5-aza-2脱氧氮杂胞苷三磷酸才能与DNA结合而且是通过抑制甲基化的酶来调控新的细胞分裂从而稀释甲基化的DNA^\[[@b81]\]^，这就部分解释了为何甲基化抑制剂的临床效果常常有滞后性^\[[@b82]\]^加上其半衰期短，所以对于那些增殖性低的疾病可能会影响用药效果^\[[@b83]\]^。S-110是一种双核苷酸，由5-aza-2′-脱氧胞苷和脱氧尿苷组成。可诱导p16表达并且抑制胞苷脱氧酶的脱氨作用而比5-aza-2′-脱氧胞苷更稳定，是一种耐受性好、毒性小的新型药物^\[[@b84]\]^。

非核苷类DNMT抑制剂：非核苷类DNMT抑制剂在白血病，前列腺和乳腺癌中表现出良好的抗肿瘤作用^\[[@b60],\ [@b85]\]^。使用硅片筛选方法和甲基化抑制试验确定出一种新型的选择性非核苷DNMT1抑制剂DC_05能显著抑制癌细胞增殖^\[[@b86]\]^。SGI-1027是一种喹诺酮类非核苷化合物，能快速诱导多种癌细胞中DNMT1蛋白酶的降解并诱导沉默的抑癌基因P16、MLH1和TIMP3的去甲基化和重新表达^\[[@b87]\]^。理论上讲长度为4个-8个核苷酸的RNA分子可以充分地占据DNMT的催化区域而且不超过30个核苷酸的RNA使用更方便，因此针对DNMTs的小RNA抑制剂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RNA抑制剂可以通过竞争性抑制来降低DNMT1的活性，miR-155-5p在人结直肠癌细胞系HCT-116中可明显增加基因组的低甲基化，免疫共沉淀实验进一步证实了miR-155-5p能与HCT细胞中的DNMT1结合从而抑制酶的活性^\[[@b86]\]^。小干扰RNA是一种具有显著基因调控的效率的非编码RNA，能有效治疗感染和癌症等多种疾病^\[[@b88]\]^，siRNA通过转录后水平激活RNA诱导的沉默复合物直接诱导靶基因沉默。由腺病毒复制表达的干扰性长链非编码RNAs（long noncoding RNAs, lncRNAs）与肿瘤相关的内源性microRNAs oncogenic miRNAs（OncomiR）的靶基因竞争性结合OncomiR并消耗OncomiRs，从而保护大量抑癌基因不被OncomiRs抑制，从而实现对癌细胞的靶向干预治疗^\[[@b89]\]^。还有针对DNMT3A的小分子抑制剂5-azacytidine已经被批准用于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患者的临床治疗^\[[@b90]\]^。DOT1L抑制剂SYC-52221和EPZ004777以剂量和时间依赖的方式减少DNMT3A突变细胞系肿瘤细胞增殖并诱导细胞凋亡、周期阻滞和终末分化^\[[@b91]\]^。

2.2. 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histone deacetylase inhibitor, HDACi） {#s2-2}
-------------------------------------------------------------------

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是一组从组蛋白赖氨酸尾部去除乙酰基的高度保守的酶^\[[@b92]\]^。HDAC对组蛋白的去乙酰化促进了染色质的闭合和抑制基因转录。此外非组蛋白的乙酰化也非常重要^\[[@b93],\ [@b94]\]^。因此乙酰化和去乙酰化共同维持基因的正常转录^\[[@b95]\]^。HDACi是一种新的抗肿瘤药物，通过调节基因表达发挥其作用。其对恶性肿瘤有广泛的作用，主要包括抑制细胞分化、抑制细胞周期生长、抑制血管生成、细胞凋亡和免疫调节^\[[@b96],\ [@b97]\]^。HDACi在各种血液系统恶性肿瘤都用肿瘤抑制作用，包括：霍奇金淋巴瘤、骨髓恶性肿瘤、皮肤T细胞淋巴瘤和外周T细胞淋巴瘤^\[[@b98],\ [@b99]\]^。HDACi通常耐受性较好，最常见的副作用是疲劳，胃肠道紊乱和可逆性骨髓抑制，其中大部分为轻度至中度^\[[@b98]\]^，而且不增加心脏毒性^\[[@b100]\]^。现在vorinostat和romidepsin在美国已经被批准用于皮肤T细胞淋巴瘤的治疗。在动物模型中研究发现HDAC抑制剂通过下调正细胞周期调节因子如细胞周期蛋白D1、c-Myc和AKT来重建黑色素瘤细胞的凋亡、诱导细胞分化、抑制肿瘤生长和诱导抗恶性肿瘤增殖的基因表达^\[[@b101]-[@b104]\]^。HDAC抑制剂通过阻断关键性黑色素瘤细胞激活酶从而抑制活化的MEK1/2和ERK1/2的表达^\[[@b105]\]^。此外，HDAC抑制剂同时可能干扰了对癌细胞生长至关重要的HSP90-client蛋白（包括AKT和RAF）的有效折叠^\[[@b102],\ [@b106]\]^。但是，HDAC抑制剂不能重新激活因启动子甲基化而导致的沉默基因的表达，这也为在HDAC抑制剂使用后再运用DNMT抑制剂提供了理论依据，两种药通过协同作用增强基因的重新表达和药物敏感性^\[[@b107]\]^。此外，小分子抑制剂包括针对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istone deacetylases, HDACs）的belinostat和针对组蛋白甲基转移酶EZH2的抑制剂EPZ6438已被批准用于临床试验^\[[@b90]\]^。EZH2抑制剂EPZ005687对EZH2有高选择性，从而显着降低了带有EZH2 Y641和A677突变的淋巴瘤细胞系的生存能力^\[[@b108]\]^。

2.3. 联合用药 {#s2-3}
-------------

研究发现表观遗传沉默可能导致肿瘤对化疗药物的抵抗，而针对表观遗传机制的药物会增强对化疗的敏感性^\[[@b109],\ [@b110]\]^，而且多项研究表明表观遗传药物似乎可以通过几种机制增强内源性抗肿瘤免疫应答^\[[@b111]-[@b113]\]^，其中DNA去甲基化是克服肿瘤免疫逃逸的有效途径^\[[@b114]\]^。DNA甲基化抑制剂和HDAC抑制剂的联合用药正在进行临床试验^\[[@b115]-[@b117]\]^，此外还有与维甲酸、免疫调节剂和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联合用药治疗血液系统恶性肿瘤^\[[@b118]\]^。在探索DNA甲基转移酶抑制剂decitabine和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panobinostat联合烷化剂temozolomide治疗黑色素瘤安全性和耐受性的Ⅱ期临床实验证明联合用药是安全可行的^\[[@b104]\]^。一些研究表明，经p21介导的生长停滞的细胞在低甲基化剂和组蛋白去乙酰酶抑制剂（histone deacetylase inhibitor, HDI）的细胞毒性作用下解除抑制^\[[@b119],\ [@b120]\]^。实体瘤和恶性血液病对HDAC抑制剂的敏感性不同的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后者具有较少的基因突变和完整的凋亡途径。在对11例乳腺癌和11例结直肠癌测序的13, 023个基因中，单个肿瘤平均有90个突变基因，其中11个为致癌基因，而且在实体瘤中的大量突变基因通常在不同肿瘤中是不重叠的^\[[@b121]\]^。如果实体瘤具有内在的耐药机制，那么增加剂量或者开发针对于HDI分子效应的药物可能会克服其耐药性。一项Ⅱ期研究表明azacitidine（每天75 mg/m^2^，连续5 d）和免疫调节药物lenalidomide（10 mg/d，21 d，28 d为1个周期）的联合用药患者的耐受性良好，并且对高风险MDS的患者非常有效，44%的患者达到完全缓解，总反应率为72%^\[[@b122]\]^。HDACi联合Aza可以通过增强免疫信号和减少MYC驱动的细胞增殖从而实现强大的抗肿瘤作用。此外，组蛋白脱乙酰基酶抑制剂可以增强PD-1免疫治疗在肺腺癌和黑色素瘤的的疗效^\[[@b123]\]^。随着系统生物学的发展，DNMTi与HDACi或免疫治疗相结合可能成为表观遗传治疗的一种有效途径。

另外有研究表明合理调节染色体密度波动可以导致癌细胞的整体转录活性和细胞间转录异质性的降低，从而在体外实现近乎完全的癌细胞杀伤。因此调节染色质的物理空间结构可以改变基因表达情况从而实现抗肿瘤作用^\[[@b124]\]^。

3. 展望 {#s3}
=======

目前，针对表观遗传学的药物并不能广泛用于肿瘤的治疗而且疗效并不十分理想，很多药物存在生物利用率低、稳定性差和毒性大以及用药时间和剂量的不规范等不足之处，令人鼓舞的是针对这些问题已经找到部分解决方案并且已有很多改进型药物已进入临床研究阶段，而且诸多研究已经提示不同类型的表观遗传学药物联合用药以及与其他化疗、免疫治疗等药物联用具有广泛的抗肿瘤治疗前景，这也将会为肿瘤的治疗开辟一条新的途径。

甲基化抑制剂在水溶液中很不稳定，能自然水解并可在胞苷脱氨酶（cytidine deaminase, CDA）的介导下脱氨水解从而限制了其在实体瘤中的应用^\[[@b73]\]^，而且CDA在肠道和肝脏中高度表达，因此限制了其口服制剂的应用，临床上也常常静脉或者皮下等肠外途径给药，如果与CDA抑制剂联合用药可以延长肿瘤细胞在低甲基化药物（hypomethylating agent, HMA）中的暴露时间从而改善治疗效果。四氢尿苷（tetrahydrouridine, THU）是胞苷脱氨酶的竞争性抑制剂，在狒狒和小鼠模型中，口服THU可显著提高decitabine的口服生物利用度，产生合适的消耗DNMT1的浓度-时间曲线，并降低了个体间的变异性。因此口服THU-DAC制剂可能有助于获得安全有效的DNMT1靶向治疗^\[[@b125]\]^。

Azacitidine和decitabine是S期特异性药物，从理论上讲，长时间的药物暴露会影响更多的细胞并且提高疗效，但是随着剂量的增加和接触时间的延长，在细胞毒性和去甲基化的双重作用下，骨髓抑制变得更严重，需要数周才能恢复。因此，相比与使用最大耐受剂量，找到骨髓抑制和需长期暴露才能获得抗肿瘤效果之间的最佳平衡剂量才是临床用药的核心问题^\[[@b126]\]^。另外，在骨髓抑制的恢复过程中甲基化会再次发生^\[[@b69],\ [@b127]\]^，尚不清楚是去甲基化的细胞再次甲基化还是短期暴露于去甲基化药物的未增殖细胞再次增殖同时去甲基化的细胞已经终止分化成为静止状态或者死亡。

甲基化抑制剂能在血液系统中成功应用，而在实体瘤中疗效有限，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早期研究中使用的药物剂量通常是最大耐受剂量，最终使DNA合成抑制，而非抑制DNMT和甲基化^\[[@b62],\ [@b128]\]^。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实现低甲基化所需的药物剂量远低于通常的细胞毒作用的剂量^\[[@b68],\ [@b129]\]^，因为需要活跃的细胞周期来实现甲基化逆转，因此延长用药疗程可能比短期疗程能实现更多的去甲基化。在骨髓瘤中，延长低剂量的甲基化抑制剂可能会提高或维持肿瘤对药物的应答率^\[[@b130]\]^。因此当已经实现和维持甲基化逆转时，保持长期的低剂量维持治疗是关键，这比为达到剂量限制性毒性或最大耐受剂量而提高药物的剂量可能更为有效^\[[@b131]\]^。大多数用decitabine治疗实体瘤时采用高致毒性的剂量和短疗程，这可能是与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相比在实体瘤中临床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b132],\ [@b133]\]^。

最新研究认为短期内应用表观遗传学治疗能诱导活化的效应T细胞的聚集，而长期应用则可以诱导衰竭的T细胞表型的改变形成高效的效应T细胞。这种记忆细胞表型的获得与肿瘤内激活的T细胞的积累为免疫治疗靶点的长期有效性提供了基础，也为表观遗传学疗法与免疫治疗的联合用药理论支撑。组蛋白去甲基化酶1（lysine specific demethylase 1, LSD1）在调节双链RNA（double-stranded RNA, dsRNA）和干扰素方面起着关键作用，LSD1的表达与CD8^+^ T细胞浸润及预后呈负相关，抑制LSD1可以有效逆转对程序性死亡分子1（programmed death-1, PD-1）耐药的肿瘤细胞从而提高PD-1的疗效，提示靶向LSD1抑制剂联合PD-L1（programmed cell death-Ligand 1）阻断剂治疗癌症的潜力^\[[@b134]\]^。另外也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发现参与染色质重塑的酶从而生产出新型的表观遗传调节剂。总之，随着表观遗传学研究进一步深入，开发针对肿瘤的表观遗传药物将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
